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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愉

党与群众的关系真
是血肉相连

党的政策方针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

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党与群众的关系真是

血肉相连。 

人物简介
杨福愉（1927—  ），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196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长期从事生物膜的研究工作，对我国膜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做

出了杰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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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志愿书
（节选）

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但是在解放前，她只是一个灾难

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才打败了国内外的一切敌人，建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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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

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这些一个接

着一个光辉的胜利，是由于党是以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的党……

我出身在一个剥削家庭，解放前夕才在党的领导下参加

了学生运动，解放后由于历次运动中所受到的教育及经过杭

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的学习才初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及党的性

质，愿意跟着党走，在 50（1950）年参加了青年团。此后

一系列的民主民革运动不到几年时间就改变了旧社会腐败的

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社会风气，这一切

使我进一步感到党的大公无私，光荣正确及伟大……党的政

策方针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的

自觉自愿的行动。党与群众的关系真是血肉相连，人民群众

的智慧，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得到充分的发

挥，这是我们克服任何困难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解放以后我就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但由于个人名利思想

作祟，红与专没有正确处理，加上自高自大的缺点使自己的

进步很慢，但党始终给予我很多教育与锻炼的机会，使我在

历次运动中，群众工作中不断地提高觉悟水平，在业务方面

党亦不断地培养我，派我去德实习，接着又叫我留苏，显然

我的一切都是与党的培养分不开的。

党所领导的事业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盼望的事业，同

时亦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事业，前进中的困难还不少，国内

外的阶级敌人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在高一阵、低一阵地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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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着，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彻底实现，我愿意

将自己一切力量甚至于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入党以后我要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

级思想，坚持政治挂帅、以红带专、又红又专的道路，努力

克服个人名利思想患得患失及自高自大的缺点……党指向哪

里，我就去哪里，党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还应加强群众

观点，进一步联系群众与党分配给自己的群众工作锻炼自

己，在具体工作岗位上，一方面我应谦虚谨慎，另一方面亦

要立雄心大志，为党的事业贡献出更多更大的力量来。

延伸阅读

杨福愉，生物化

学家。我国研究生物

膜第一人，1991 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1994 年改称院

士），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员。 他 1927 年 出 生

于上海，原名杨福馀。

1950 年，23 岁的杨福

愉做出三个重要决定，与他精彩的院士人生不无关系：

2010 年杨福愉在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0 年度夏季战略

研讨会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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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后备力量。杨

福愉 1960 年在苏联留学期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 年回国后转为

正式党员。

二是悄悄地改名，把原名“杨福馀”改为“杨福愉”。以此明志：从

对物质“富余”重要性的单纯理解转向对精神“愉快、愉悦”的不懈追

求。杨福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部“金牛奖”、中国科学院“华为优秀导师

奖”“宝洁优秀导师奖”等多种奖项。

三是在浙江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

学研究所报到。杨福愉从此为生物化学研究奋斗一生，做出突出贡献。

2006 年 10 月，从事生物膜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杨福愉的同事同行欢

聚在北京市怀柔区，出席生物膜研究前沿学术讨论会暨庆贺杨福愉院士

八十华诞座谈会。会上，展示了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第一

批院士、时年 103 岁的贝时璋写给杨福愉的贺词：“我国研究生物膜第一

人”。会后，《情系生物膜——祝贺杨福愉院士八十华诞》出版，翔实的文

字和珍贵的图片呈现了杨福愉为中国生物化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当杨

福愉胞兄杨福耀看到这本纪念文集时，忍不住哽咽，声音颤抖地说：“他

从来不和我们说在干什么，做出了什么。看到这个文集，我才知道他做得

这么好，做得这么不容易。”

的确，杨福愉做得这么不容易，才做得这么好。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

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也正如被陈云称赞为“延安第一个

红色科学家”高士其那样，把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后，这样解释改

名的动机：“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同样，杨福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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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的时候，把名字中注重物质的“馀”改为崇尚精

神的“愉”。随着科研和社会经验的不断积累，杨福愉有了更加崇高的理

想和远大的抱负。远在苏联留学时，身在异国他乡，杨福愉积极靠拢党组

织，自觉接受党的考验，努力践行“共产党人不是做官当老爷”。自从一

头扎进新中国的生物膜研究领域，杨福愉就铆足“牛劲”，像攻坚克难的

拓荒牛、吃苦耐劳的老黄牛、无私奉献的孺子牛，创造了中国生物膜研究

史上一个接一个“之最”：他的《甲状腺中毒大鼠肝线粒体氧气磷酸化的

变化》发表在苏联的《生物化学》杂志上，是中国生物膜研究者最早在国

外发表的科研论文；他是第一位置身我国第二颗原子弹核爆现场对动物受

核爆损伤的远后期效应进行测试和观察活动的组织领导者；他参与翻译英

国的《酶》，成为生物化学界人所共知、拥有读者最多的生物化学参考书；

他主编的《生物膜》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作为生物膜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杨福愉一次次被委以重任，他都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

1954 年年初，民主德国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友好，提出赠送毛泽东

主席一台“德国制造”的代表品牌——蔡司新型电子显微镜。民主德国还

为此邀请中国选派两位专业人员赴德国对这台设备进行初步熟悉和见习，

以便为德国专业人员来华安装时提供协助。中国科学院研究决定选派两名

优秀科研人员，生物学方面的选中的正是杨福愉。他们圆满完成在民主德

国的工作回到北京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参加欢迎仪式。当年国

庆节前，在杨福愉和他的赴德伙伴的协助下，顺利完成了德国新型电子显

微镜在北京的安装工作。

1955 年年初，杨福愉报名参加留苏资格选拔。他通过了严格的政治

审查、健康检查、文化考试。1956 年 7 月，杨福愉结束了在北京俄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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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为期一年的强化学习，于当年 11 月从北京出发，在火车上度过整整一

个星期后，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开始了留苏生活。在莫斯科大学，他全

身心投入生物学研究，于 1960 年 7 月顺利毕业，获得莫斯科大学生物学

系哲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学位）。

1960 年夏天，杨福愉留苏归来。他出国前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上

海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希望他回原单位工作，设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则希望把他调来该所工作。最后，组织决定把杨福愉从上海调往

北京，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专门为发挥其特长而成立的线粒体

研究小组负责人。此后，在由线粒体膜、细胞膜、核膜、内质网膜、溶酶

体膜、高尔基体膜、叶绿体膜、过氧化酶体膜等众多“膜”组成的生物膜

研究中，杨福愉不断取得突破，多次为研究生物膜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

议，也多次邀请外国从事生物膜研究的著名专家来华交流或工作，不断扩

大中国生物膜研究的影响。他还在生物膜领域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

杨福愉于 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 年改称院士）、

2010 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资深院士联谊会副会长。

在杨福愉看来，戴上“院士”这顶桂冠，对他来说是一种荣誉，同时

又加重了肩上的责任。因为这个称号不只是对自己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肯

定，也是对中国生物膜研究发展的嘉奖。他殷切地呼吁：“切不要把院士

这个庄严的称号商品化。”

知情人说起著名党员科学家杨福愉“改名以明志，初心永不改”，真

正做到了“厚德载物”，常会讲起他和贝时璋志同道合的故事：

1950 年，舍“馀”求“愉”的杨福愉改名之后，以“忽略物质财富

而追求精神财富”的饱满政治热情走进他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此结

识了他“追星”一生的人生楷模——时任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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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兼所长的贝时璋。

从杨福愉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看到贝时璋实验室里备有煤气炉和

点火用的火柴，而贝时璋每次吸烟都从衣兜里掏出从自家带来的火柴点烟。

1960 年，杨福愉结束在苏联 3 年半勤奋艰苦的留学生活，为了减轻

国家负担，自愿自费购买了回国的火车票。

贝时璋、杨福愉等老一辈科学家为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科学家精神，

代代相传……


